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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白钧溢近照

白钧溢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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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旨在使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符合道德、
法律和社会价值观,以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切实赋能。 为应对“知而

不行”“知为不行”“制为不行”的治理难题,由“单一软法”向“软硬兼备”转变已成为教育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发展共识与诉求。 但由于人工智能伦理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相关

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面临治

理对象界定不清、伦理原则指代不明、治理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共治合力、治理方式存在孤

立性的现实挑战。 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前提与关键在于弹性界定

教育人工智能概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南,落实“一核多元”的权责划分,探索实

验治理与混合治理的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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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技术的突出代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基座” [1] ,在变革知识供给形态、

优化教育评价模式、改进教育管理形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隐私与安全隐患、学生发展同质化、算法歧视、学生数据所有权争议等伦理问题不断显现,

伦理治理显示出必要性与紧迫性。 目前,各国政府、学界和国际组织已在教育等领域进行了诸多人工

智能伦理治理探索,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由软治理为主到软治理与硬治理相结合的发展趋势。 由于人

工智能伦理本身具有复杂性,且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软治理所依赖的伦理

原则,还是硬治理所主张的监管,在当前都面临着争议与挑战。 基于此,本文聚焦教育人工智能伦理

治理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诉求,剖析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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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期为保障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治理方向。

一、由“单一软法”到“软硬兼备”: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发展诉求
   

从 2016 年起,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增加,其伴生的伦理风险逐渐受到关注。 因缺少对新兴

技术进行监管干预的数据支撑,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最初回应是依靠软治理手段,即通过制定伦理

原则、伦理指南和伦理准则,从宏观上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2] ,这被认为是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工

智能伦理治理的基本途径[3] 。 这一时期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具有 3 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伦理原

则构建主体广泛。 伦理原则构建囊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学界和企业等多个主体,如欧盟的《可信

任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全球工会联合会的《合伦理的人工智能十大原则》、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

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美国的《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英国的《英国人工

智能》、德国电信的《人工智能指南》等。 二是伦理原则构建响应迅速。 仅在 2017—2019 年,由国际

组织、各国政府、企业、学术组织与研究机构制定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清单已接近 200 份。 三是伦理

原则相似度高。 对哈佛大学的《有原则的人工智能:在基于伦理与权利下达成共识》、南里奥格兰德

天主教大学的《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指南和建议回顾》、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道德

准则的全球格局》及奥卢大学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挑战的系统综述》4 份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元

分析梳理发现,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大多包括隐私、透明度、问责制、以
人为本、安全和可持续等共性原则[4] 。

   

受一般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取向影响,教育领域最初也采取基于伦理原则的软治理模式[4] 。 教育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构建起步于 2019 年召开的第二十届教育人工智能国际会议(AIED'19),该会议取

得了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基本勾勒了教育领域的宏观伦理原则框架。 不论是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出

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框架,如澳大利亚《简读: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白金汉大学教育人工智能

伦理研究所《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还是构

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学术研究,大多将透明、可解释性、公平、隐私、安全性和问责制等一般人

工智能的共识性伦理原则或其变式纳入框架中[4] 。 二是在共识性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了针对教

育原则、原则适用范围、原则实践指导力的个性化探索,如关注教育人工智能核心价值的《教育人工

智能伦理的“稻草人”草案框架》,关注伦理原则适用学段的《人工智能一代:建立儿童和人工智能的

全球标准》《K-12 教育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儿童人工智能政策指南》,评估人工智能教育系统有效

性的《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透明度指数框架》,以及分析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公平性的《人工智能教育

的结构性正义视角》等。 截至目前,伦理原则的条目确立、内涵探究与应用途径依然是国内外教育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
   

随着基于伦理原则的软法治理实践的开展,研究者们发现这一治理手段存在 3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知而不行”。 一项对 5 家人工智能研发公司的调查发现,虽然所有的调查对象均承认伦理原则

的重要性,但当被问及他们是否会在人工智能开发实践中考虑道德时,所有调查对象的回答都是

“否” [5] 。 二是“知为不行”。 对伦理原则的依赖与强调加剧了“伦理漂蓝” ①风险,即部分人工智能研

发公司会通过市场宣传、广告及其他公关活动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行为、产品与服务合乎伦理,实际上

却旨在节约成本、提高竞争优势而并非真正为了遵守[6] 。 三是“制为不行”。 对 160 套人工智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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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伦理漂蓝”(ethics
 

blue
 

washing)由耶鲁大学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他将环境伦理
学“伦理漂绿”(ethics

 

green
 

washing)概念类比到数字技术领域,指部分数字技术企业通过市场宣传、广告以及其他公
共关系活动,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行为、产品与服务等合乎伦理原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现象。



原则和指导文件的评估表明,多数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和自愿承诺都是由私营部门提出的[7] 。 私营部

门参与伦理原则制定饱受质疑,因为它们可能会将伦理原则及其所支撑的软治理作为免受监管的屏

障并延迟必要法规的颁布[8] 。
   

面对软法可能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治理挑战,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模式逐渐向软硬兼备、软法“硬

化”转变,以提高软法的约束力与执行可能性[9] 。 202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在《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

理准则》的基础上发布了由政策框架与监管框架组成的《人工智能白皮书》,承诺化解开发与使用人

工智能系统的相关风险[10] 。 在此背景下,2021 年 4 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制定人工智能统一规则》
的法规提案,即《人工智能法案》,旨在为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提供监管与法律依据。 《人工智能法

案》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首次尝试通过制定人工智能的一般法律框架对其进行横向监管,它的提出标

志着单一软法向软硬兼备转变[11] ,掀起了各国构建和推广人工智能治理模型的竞赛[7] 。 在我国,
2022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表明,科技伦理包含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两类规范,
其治理依赖稳健高效的治理机制[12] 。 目前,我国已初步明确了行业伦理原则(软法)与制定法(硬

法)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架构,《人工智能法(草案)》也进入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除宏观人

工智能领域外,教育领域也开始关注软治理与硬治理的结合。 如白金汉大学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所 2020 年发布的《中期报告:实现教育中道德人工智能的共同愿景》 ( Int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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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指出,除伦理原则外,还需要在法律范围内保障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安

全性。 国内学者亦强调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要做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13] ,但相较于宏观人

工智能领域,教育领域的相关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 如何根据一般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共性特征,为
教育创新治理沉淀证据和积累经验以实现软硬兼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是教育领域亟须解决的方

向性问题。

二、“软硬兼备”诉求下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现实挑战
   

尽管由单一软法向软硬兼备转变已成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共识,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当前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在软治理与硬治理上均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在治理对象、伦理原则、治理主体、
治理方式 4 个方面。

   

(一)治理对象界定不清
   

治理对象是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作用标靶。 在技术治理领域,明确治理对象至关重要,因为

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围、治理主体、治理手段乃至整个治理话语体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

工智能”一词的界定[14] 。 目前,教育人工智能概念不够明确,这是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

治理的首要挑战。
   

伦理治理需要对教育人工智能进行清晰定义以保障治理的确定性与针对性,但实现这一目标比

较困难。 对教育人工智能难以做出普适性定义存在两方面原因。 一是不存在固定的人工智能。 自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工智能的范畴及其涉及的应用范围始终在变化,这被称为“AI 效应”,
即最初被认为“智能”的技术经过习惯性使用和原理检验后失去其“智能”地位[15] 。 二是不存在统一

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集体名词,大量技术和应用被归入这一总称,很难以单一方

式在所有情况下清楚地描述它[16] 。 在教育人工智能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智能导学系统( ITS),至
今已有 50 余年的发展历程,先后涌现出 CIRCSIM-Tutor、Geometry

 

Explanation
 

Tutor、Cordillera、Au-
toTutor 和 BEETLE

 

Ⅱ等众多系统,仅 AutoTutor 在 1997 年至今便已有三十余个系列产品[17] 。
   

定义困难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影响已有所体现。 一是回避界定人工智能。 欧盟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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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专家组(AI
 

HLEG)成员娜塔莉·萨穆哈(Nathalie
 

Smuha)指出:“现有的政府报告及人工智能

政策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明确给出他们使用的定义,这增加了制定各领域人工智能治理政策和规范的

难度。” [15]二是被迫给出宽泛的定义,如将教育人工智能界定为“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及

系统” [18]或“人工智能与教育科学融合形成的专项领域” [19] 。 缺乏清晰的定义意味着难以确定何时

需要采取特定的监管措施来应对教育人工智能相关的挑战和问题。 此外,这一情况也会导致各方在

讨论教育人工智能问题时产生误解和混淆,增加制定有关治理政策和规范的难度,并可能阻碍跨国协

调与合作。 三是寻求规避界定人工智能概念的治理方法。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专注于规定个

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存储方式,要求教育机构采取适当的技术与组织措施保护学生数据安全,并规

定了学生与家长的权益。 然而,尽管这种方法规避了教育人工智能的定义困难,但单独出台针对人工

智能的治理手段只有在应对与其紧密相关且不存在其他技术应用的风险或利益时才是合理的,而目

前教育人工智能乃至宏观的人工智能并不存在这样的特征[15] 。
   

(二)伦理原则指代不明
   

伦理原则是教育人工智能软法治理的核心依托。 虽然目前教育领域已基本确定了透明、可解释

性、公平、隐私、安全性、问责制等共识性伦理原则,但这些共识性伦理原则的存在既导致教育人工智

能软法治理方向不清,又导致其治理效果难以评价。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问题首先表现为原则自身的模棱两可。 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多

为模糊的、高层次的价值陈述,在实践中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议[4] 。 例如,“公平”原则往往不会指出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公平内涵及其对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选择,而让行为人自行决

断[20] 。 又如,“福祉”原则虽然强调要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教育权益,保证教育人工智能不会对其造成

负面影响,但这一界定也没有对福祉的内涵进行明确解读———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福祉包含哪些方

面,需要维护哪些教育群体的福祉,各群体的福祉是否存在矛盾。 模糊的伦理原则无法作为有效指导

教育实践的操作性指南。 一方面,教育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难以从抽象且模糊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中

推导出具体的技术应用;另一方面,教育人工智能的监管者只能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阐释原则并

界定存在争议的概念,无法形成明确的监管实施路线图,进而难以准确判断治理实践的效果。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问题还表现为原则之间互相矛盾。 就原则设置来看,当前的伦理原则,
如福祉、隐私、透明度、公平、自治等基本能够对应教育人工智能面临的伦理问题领域。 但就结构而

言,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通常以集合而非层次结构的形式出现,这种不包含价值排序的原则清

单意味着每一项原则都应尽可能地实现[21] 。 这回避了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价值争议:公平必然以个性

化和准确性为代价,隐私会限制服务质量与效率,自治会限制福祉实现等[20] 。 具体来说,不同学生的

背景、兴趣和能力存在差异,因此需要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技术支持,完全的公平会忽视个性化的教

育需求;教育人工智能系统通常根据学生的水平与需求进行个性化指导,这需要收集学生的大量数

据,可能触及学生隐私;自治原则要求教育人工智能不能剥夺个体的自主选择权与决策权,但在某些

情况下其又能做出比学生或教师更优秀的决策,导致福祉与自主的冲突。 此外,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

则并列式呈现策略无法解决竞争价值排序的深层问题,也无法明晰治理的作用程度与优先事项。
   

(三)治理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共治合力
   

作为人工智能治理“他律”的执行者,治理主体的设定涉及治理责任的分配与治理方式的选择,
对治理效果有着直接影响。 尽管多元主体共治已成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发展共识,即在保证

政府部门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授予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相应权力,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依然存在各主

体内涵不明确、关系不对等、权责不清晰等问题,尚未形成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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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共治合力一方面表现为监管机构设置不明确。 就治理主体而言,当前人

工智能硬治理存在将人工智能治理整合到现有部门、授予新职能和建立新部门之间摇摆不定的问

题[7] 。 当前,我国对教育人工智能采取的是多头治理,治理主体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 虽然这一主体设置涵盖了教育人工智能设计、
流通、应用的各个环节,但如此“九龙治水”的主体样态可能存在治理目标零散拼凑、治理资源分配不

均、不同监管规则相互冲突的现实问题。 鉴于多头治理可能存在的不足,有研究呼吁成立独立的人工

智能监管机构,其主要观点是,人工智能治理涉及对技术、法律和道德综合因素的复杂理解,将它们整

合为一个整体会有所帮助[16] 。 但这一观点自身面临诸多争议:第一,新的监管机构可能会重复现有

机构的工作;第二,建立新的监管机构十分烦琐,且可能与其他监管机构的运作、权力、范围等产生冲

突;第三,新的监管机构可能被视为现有治理框架的替代品,而不是执行这些框架的手段,甚至出现

“监管俘获”的情况。
   

治理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共治合力另一方面表现在教师与社会参与的“结构性”缺位。 在教师层

面,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报告中特别强调,除情

感交流与关系构建、数智认知能力外,教师还需培养学生在智能环境下的价值判断与风险识别能力。
我国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中也提出内涵与

之相近的“教师智能素养”概念,但当前关注更多的是教师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进教育教学,尚
未将教师视为治理主体。 在社会层面,当前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缺乏第三方专业研究机构的参与,
第三方专业治理力量的支持不足,且研究者关注更多的是“人工智能+教育治理”,即如何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变革,而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伦理问题识别、伦理问题成

因、伦理原则构建等价值层面,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未能有效承担治理主体责任。
   

(四)治理方式的孤立性
   

除以伦理原则为核心的自律外,软硬兼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还有赖于以各方监管为基础的他

律。 理想的人工智能他律需要贯穿人工智能的设计、制造、使用等各个阶段,这要求治理方式保持主

体整体性与过程连贯性。 目前,教育人工智能主要采用的是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尽管这一手段能够

迅速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问题,但在整体性与连贯性方面存在局限。
   

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关注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应用,聚焦监管应重点关注的特定案例及其

造成的伦理问题[22] 。 如欧盟对瑞典一所学校引入面部识别系统监控学生出勤率进行处罚,英国对评

核及考试规例局(Ofqual)的 A-Level 算法开展公平性审查等。 尽管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能够灵活且

有针对性地应对具体问题,但其仅是一种临时的、针对特定案例的事后监管。 这一治理手段存在局限

性的深层原因源于治理对象的界定困难,即不存在统一的教育人工智能。 同时,教育人工智能引发的

伦理风险是特定环境下的结果。 就底层技术而言,基于规则与基于深度学习的 AIED 系统所面临的

挑战不同,启用图像识别与处理自然语言的 AIED 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同。 就应用场景看,教育人

工智能已应用于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个场合,其中又包含了开发者、学生、教师、家长、学校管理者等

诸多利益相关群体,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应对的复杂性。
   

为弥合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存在的不足,欧盟于 2021 年提出《人工智能法案》,其治理思路有两

方面特点。 一方面,与以往针对具体应用的纵向监管相比,该法案主张开展涵盖更多人工智能应用的

横向监管;另一方面,该法案前置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起点,要求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研发阶段便对已

知和可预见的风险进行分析与识别,并评估应用后可能产生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法案》
将人工智能应用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低风险或无风险几种类型,并针对各类型的

人工智能应用采取完全禁止、严格管控、遵守透明度义务、不做干预的分级监管措施。 不可否认,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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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治理起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事后治理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技术的逻辑可塑导致技术

在与社会的融合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技术应用的不良后果很难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做出准确预

测[23] 。 因此,除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外,还需探索能够整合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

三、“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路径
   

现实挑战集中反映了当前全球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践面临的关键问题。 实现软硬兼备的教

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前提在于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并探索有针对性的实践路径,做到治理对象清

晰,伦理原则可用,治理主体明确,治理方式可靠。
   

(一)聚焦治理对象:对教育人工智能概念进行弹性界定
   

聚焦治理对象是开展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前提要求。 在当前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定义

教育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因为其将决定治理生态系统的目标对象和作用范围。 鉴于教育人工智能尚

末实现概念清晰和术语一致性,可暂时对其进行弹性界定。
   

由于教育人工智能的多变性与多样性,为其给出全面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治理的紧迫性又需要确

定的治理对象。 面对理论困境与实践需要的矛盾,可采取“扩大概念边界,聚焦应用类别”的方法对

教育人工智能进行弹性界定,以应对概念的动态性与特殊性争议。 从扩大概念边界的角度看,人工智

能对教育活动中的个人、群体乃至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仍不确定,也未被完

全理解[15] 。 为此,现阶段教育人工智能的外延应当适当扩展,应用程序只要涉及算法或数据且与教

育相关,就应被视为教育人工智能系统(AIED) [24] 。
   

从聚焦应用类别的角度看,当前几乎所有教育人工智能应用都能够被狭义人工智能(narrow
 

AI)
和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 ①分类包含,而构建一个独立的强人工智能即使在未来也不太可能[25] 。
这意味着以应用对象为标尺寻找虚体的人工智能概念在目前是可行的。 在扩大边界的基础上,韦
恩·霍姆斯(Wayne

 

Holmes)提出具象的教育人工智能分类法(见表 1)。 该分类基于学生、教师、机
构 3 个层面,能够全面地概括现有应用[26] 。 “扩大概念边界,聚焦应用类别”定义方式的优点在于其

作为一种灵活的方法,能够明确指出需要治理的对象,且可以根据技术和社会发展及时更新。

表 1　 教育人工智能分类法

类别 应用

以学生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智能辅导系统( ITS)
辅助应用程序

辅助模拟

残疾学习者支持

自动文章生成(AEW)

聊天机器人

自动形成性评估(AFA)
基于对话的辅导系统(DBTS)
探索性学习环境(ELE)
终身学习助手

以教师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抄袭检测

学习资料管理

课堂监控

自动总结性评估

人工智能助教

课堂编排

以机构为中心的人工智能

招生

计划、时间安排

电子保安

风险学生识别

电子监考

(二)优化伦理原则: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南
   

优化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是提升软治理效果的首要要求。 现有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既无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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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狭义人工智能指的是设计用于解决特定任务的 AI 代理程序,通用人工智能则是指能够解决多种给定问题的
AI 代理程序而无论任务或领域是什么。



造伦理治理的确定性,又无法应对伦理治理的不确定性。 换言之,教育领域软治理缺少的并非宏观层面

的伦理原则,而是伦理原则对治理实践的指导效力。 未来,优化伦理原则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出发。
   

一是拓展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广度与深度。 一方面,实现教育目标是构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的首要前提[27] 。 当前研究侧重于讨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人工智能应用,聚焦个性化学习、提升

学习效率等狭义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以教师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和以机构为中

心的人工智能,为抄袭检测、智能助教、电子保安、电子监考等系统确定明确的应用目标,据此对伦理

原则进行优化。 另一方面,教育目标是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方向标尺[4] 。 例如,定义教育人工

智能“福祉”原则需要对什么是“进步”或“利益”有明确的理解。 目前,以个性化教学为主题的教育

人工智能系统大多以布鲁姆(Bloom) “精通学习”教学策略为起点,据此构建知识模型、学习材料与

知识掌握测试[4] 。 但正如比斯塔(Biesta)所言,教育目的不能被学习目标取代,教育目的至少包括资

质、社会化与主体化 3 个方面。 未来,需要将教育人工智能应用深化至知识构建、社会化与自我实现

三重维度。
   

二是明确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涵与范畴。 在明确教育目的基础上,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

则需要更加具象化以消除自身的模棱两可与互相矛盾。 一方面,要明晰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

涵。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消解需要澄清术语的歧义,如教育人工智能中的“隐私” “公

平”等原则具体指代什么,以及在不同的群体和背景下如何得到不同的解释。 另一方面,要缩小教育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作用程度。 伦理原则想要发挥实际作用,必须相互权衡,如在隐私保护方面,既
需要保障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又需要充分利用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和优化,在设计隐私保护策略

时,需要考虑不同利益方的需求,做到原则的弹性适应。
   

三是前置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作用范围。 荷兰技术哲学家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提出

“预知性技术伦理”理念,呼吁在技术研发阶段便考虑其进入社会后的可能影响,以最大限度规避伦

理风险[28] 。 鉴于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复杂性,在明晰伦理原则的概念内涵与作用程度后,
还需前置伦理原则的作用范围,在研发阶段就对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予以关注,提
早干预其在教育场景中的渗透方式。 为此,可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包含教育目标与规律、风险与

责任等多元要素的伦理清单,明确不同教育主体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应当遵循哪些原则,从而前置

伦理责任,将伦理价值渗透教育人工智能的设计阶段,消解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科林格里奇困

境”(Collingridge’ s
 

Dilemma)。
   

(三)锚定治理主体:落实“一核多元”的权责划分
   

未来,应落实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划分,扭转以往“科学家立项、相关部门出钱、政府批改、公众

不负责任、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善后” [29]的技术治理主体混乱状态,并明确各主体责任。
   

一方面,要明确“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 其中,“一核”是前提,“多元”则是贯穿教育人工智能

伦理治理的主线。 “一核”是指政府在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人工智能伦理

治理标准化指南(2023 版)》根据人工智能的生命周期,将伦理风险划分为技术型、应用型、混合型 3
类,明确指出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部门应当在治理全周期的各伦理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 “多元”是

指要让学校、家庭、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战略任务。 因此,在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政府要

全面把控人工智能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趋势,变革治理组织机构与治理政策;学校与家庭应提升风险意

识与协同意识,审慎使用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及时识别、反馈伦理问题;企业应主动参与治理,承担构

建可信赖的教育人工智能的技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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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落实各主体的治理责任。 为使主体责任更加明确,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责任分

配应贯通伦理风险与伦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体性责任框架(见表 2)。 具体来说,由技术型伦

理风险带来的伦理问题,如当前自动作业批改系统或学习资源推荐系统缺乏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学
生、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很难理解其是如何做出决策或建议的,进而导致对系统不信任,影响教学过

程中的决策和交互。 这一类型风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与技术开发企业,应主要从可问责性

与透明度两个方面承担责任。 由应用型伦理风险带来的伦理问题,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教育领

域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扩大为“智能鸿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公平问题。 这一类型风险的责任

主体包括政府监管部门、技术开发企业、学校与家庭、社会机构等多个群体,各治理主体应分别承担各

自的责任。 由混合型伦理风险带来人们对教育安全固有认知的改变,如受语料库影响,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便利知识搜集与获取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知识投毒”这一安全问题。 为

此,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主体均应提升安全意识与能力,承担安全责任。

表 2　 教育人工智能整体性责任框架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分类识别与分析矩阵

教
育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人工智能伦

理风险类别

技术型

应用型

混合型

人工智能伦理

风险责任主体

技术主体

监管主体

技术主体

应用主体

监管主体

技术主体

应用主体

监管主体

主要治理原则

以人为本 可持续性 隐私 公平 共享 合作 可问责性 透明 安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责任强弱由低到高分别为∗、∗∗、∗∗∗。

(四)创新治理方式:探索实验治理与混合治理的行动框架
   

创新治理方式是提升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效果的路径保障。 任何新兴技术都可能在治理灵活

性与监管确定性之间产生张力。 当前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已无法满足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实践

要求,需要探索具有整体性与连贯性的治理方式。
   

一方面,应通过教育社会实验推动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常态化。 不同于基于风险的治理手段

对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被动与个别关注,教育社会实验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智能技术治理的有效

方案[13] 。 明确“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后,各主体应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积极探索教育人工智能伦

理治理的有效策略:政府应推动制定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指南与法规,并对教育人工智能系统和平台进

行监管与审查,牵头开展跨部门、跨主体合作,加强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协调与监督;学校应审

慎引进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师应参与技术伦理学习,负责任地在

一线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家庭应提升伦理风险意识,关注儿童日常使用的智能技术产品,不传

播、不侵犯儿童数据与隐私,同时留意其可能存在的其他伦理风险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科研工作者

应从理论层面开展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重点关注教育人工智能概念明晰、伦理原则内涵阐释

与实践落地、治理模式探索与法律构建等难点问题,为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参考与依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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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法律与技术标准,并接受相关部门与社会的监督,同时探索将伦理原则转化为开发实践的技术

操作。
  

另一方面,应构建软硬法混合治理的“中心—外围”模式。 尽管加快构建并完善教育人工智能法

治体系成为各方共识,但如何构建教育人工智能的专门立法尚没有明确思路。 实际上,软硬兼备的教

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并非软法与硬法的机械结合,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同时,还需考虑教育人

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中心—外围”的治理模式正符合上述要求(如图 1)。 “中心—外围”模

式包括以下两个构建要点:批判性借鉴国际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成果,实现对国际一般人工智

能伦理原则和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教育性与本土性转化。 同时,推进国际教育人工智能技术标

准向国内硬法转化并做到标准互认。 其中,政府应鼓励教育人工智能研发企业、科研机构、用户群体、
社会组织参与对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研讨,促进国内软法与国内硬法相互影响、转化;政府、企业、高
校应加强协作,研制并出台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规范或文件,以期将治理偏好向国际软法渗透,争
取教育伦理规范与技术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图 1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心—外围”模式

四、结　 　 语
   

实现软硬兼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关键在于回应当前治理对象界定不清、伦理原则指代不

明、治理主体不明确、治理方式孤立的现实挑战,做到治理对象聚焦、伦理原则清晰、治理主体明确、治
理方式有效。 未来,除弹性界定教育人工智能概念、提升伦理原则实践指导力、落实“一核多元”的权

责划分、构建实验治理与混合治理的行动框架外,也可探索其他行之有效的优化路径。 但在探索优化

路径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对伴生矛盾。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性质与监管响应的本土性质之间

的矛盾。 尽管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学界与社会的共识,但国家间文化

与观念的差异使得其对人工智能技术有着不同的诉求,进而形成不同的治理价值取向。 《人工智能

伦理治理标准化指南》亦指出,当前国际治理路线存在差异,难以推动形成全球共识。 二是监管模式

创新与守旧之间的矛盾。 在技术治理方面,我们倾向于追求“创新”,认为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必

然具有破坏性、革命性、变革性和特殊性。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在悲观主义、技术恐惧症到技术乌托邦

主义的钟摆运动中,试图寻求同样新颖、变革性和特殊的方法来治理它,进而可能导致监管过度或监

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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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thical
 

governance
 

aims
 

to
 

ensure
 

that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duca-
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ystems
 

align
 

with
 

ethical,
 

legal,
 

and
 

societal
 

values
 

to
 

effectively
 

empower
 

AI
 

technologie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Currently,
 

in
 

view
 

of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knowing
 

without
 

doing”,
 

“ knowing
 

but
 

not
 

doing”,
 

and
 

“ drafting
 

but
 

not
 

doing”,
 

the
 

transition
 

from
 

“ single
 

soft
 

law”
 

to
 

“ soft-hard
 

hybrid”
 

has
 

become
 

a
 

consensus
 

and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governance
 

in
 

educational
 

AI.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AI
 

ethics
 

as
 

an
 

emerging
 

topic,
 

and
 

the
 

fact
 

that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are
 

still
 

in
 

their
 

early
 

stages,
 

achieving
 

a
 

“ soft
 

and
 

hard”
 

edu-
cational

 

AI
 

ethical
 

governance
 

faces
 

many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governance
 

ob-
jects,

 

unclear
 

ethical
 

principles,
 

lack
 

of
 

diverse
 

joint
 

governance
 

forces
 

among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isola-
ted

 

governance
 

methods.
 

The
 

premise
 

and
 

key
 

to
 

achiev
 

ethical
 

governance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that
 

combines
 

software
 

and
 

hardware
 

is
 

to
 

flexibly
 

defin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rovide
 

pract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implement
 

the
 

divis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
 

core-periphery”,
 

and
 

explore
 

the
 

action
 

framework
 

of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and
 

mixe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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